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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但针对服务业绿色创新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框架，特别是

多层面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缺乏。文章以我国 206家交通运输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构建了环

境规制、高管环保意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理论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及高

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企业绿色工艺

创新为“倒 U”型的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环

保意识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创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据此，得到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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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已经构成严重威胁。绿色创新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不但能够节

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够实现原材料和废物的回收利用，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
[1]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特别是将绿色发展、生态文明首次列入发展目标。交通运输业作为

国民经济重要服务性部门，在物流系统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推动了社会现代化发展，但同时也造成大量能源消耗，成为环境压

力的主要来源[2]。世界资源研究所 2019 年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交通运输业 CO2排放占全国总排放量的近 9%，相对于工业和建筑

业，交通运输业节能减排的潜力较低。因此，推动交通运输业绿色发展成为节能减排的重点，探究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

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众多因素中，学者们认为利益相关者起着决定作用[3]。现有文献主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研究企业

绿色创新的利益相关者
[4]
，其中，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政府、供应商、顾客、竞争对手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管理者、

股东、员工等。首先，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基于制度理论，学者们主要分析了规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5]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影响，其中，规制压力主要来自政府，规范压力主要来自顾客和供应商，模仿压力主要来自竞争者。近期学者们更多

                                                        
1作者简介：边明英（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俞会新（1966-），女，河北卢龙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创新; 

张迎新（1978-），女，吉林桦甸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技术创新，技术专利战略。 

基金项目：天津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基地三区’定位下推动我市智能制造发展的分布式创新网络研究”（TJGL18-001） 



 

 2 

关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在企业绿色创新中的作用，但规制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论不一。如 Hattori和 Li研究了命令

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影响并得出不同结论[6-7]。我国学者徐建中等研究了规制压力、规

范压力和模仿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影响
[8]
。可见，学者们主要通过制度理论来解释企业绿色创新的外部驱动。其次，内部

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主要基于高阶理论，强调了企业高管的价值观和认知模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9]。面对相同的外部制度压力，

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各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企业高管在决策中拥有较大的控制权，他们根据自身

价值观感知外部制度压力并影响企业创新的实施[10-11]。尽管现有文献从不同层面探讨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并取得了丰富成

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是一项涉及多因素的复杂活动，现有部分文献虽然从内外部多层面考察了企业绿

色创新的影响因素，但并未深入分析内在机制；部分文献仅从单一视角考察而缺乏多因素互动作用下内在机制研究，因此有必

要将多层面因素纳入研究框架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2)现有文献更多关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影响，而忽

视了高管环保意识的作用。(3)以往关于企业绿色创新文献大多针对工业企业，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研究较少，且大多以

发达国家为样本。现有文献大多将工业企业的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涉及绿色产品的设计和研发、工艺

和管理流程的改进等方面[12-13]。而交通运输业作为第三产业主要从事旅客和货物运输等服务性活动，不产生有形产品，尽管承载

主体不同，但该行业的绿色创新主要涉及通过新技术的运用减少能源消耗、降噪除尘，通过改进工艺降低有害物质的排放、采

购可回收利用的材料等。因此，本文结合前人研究成果[14-15]，将交通运输企业的绿色创新分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 

综上，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与高阶理论，分析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高管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深入探讨高管环

保意识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 

长期以来，环境规制通过提供规范性内容将环保需求转化为严格的政策，因而被认为是实现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16]。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环境规制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还能有效改善环境质量，甚至能够抵消监管成本。但是从微观层面来看，

企业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责任感不强，因此必须借助政府对企业进行外部监管[17]。特别是绿色创新的双重外部性导致知识和

环境溢出，更强调环境规制的驱动作用[18]。波特假说背后的双赢情况表明，环境规制迫使企业投资环境研发以降低遵守环境监

管的成本[19]。常见的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前者包括环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禁令和环

境评估等，在中国应用比较广泛；后者指政府利用价格作为市场调节手段从而提高污染控制效率，通常包括环境税、补贴、排

放补贴和生态补偿制度等[7]。 

虽然大量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控制污染物排放有积极作用，但学术界关于不同的环境规制对不同的企业、不同类型的绿色

创新及影响程度等问题的研究并没有达成一致。许多研究表明严格的法规、行业准则对控制污染物排放起到积极作用，不但能

够减轻污染还能帮助企业增加环保知识储备并获得竞争优势[20-21]。如 Lindstad和 Eskeland指出，海运公司在环境规制下开展绿

色实践的同时提高了经济绩效[22]。但部分学者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导致企业投资和成本增加从而降低了市场竞争力，对企业绿

色创新的激励作用较少。如 Notteboom 认为，严格的法规会导致海运公司运营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其发展[23]。有些学者研究了不

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如 Li 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实践有显著的影响，而经济激励手段则效果不佳[7]。

Shapiro 和 Walker 指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更有力地鼓励企业积极寻求有效的环境措施[24]。王

娟茹和张渝研究发现，无论是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还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都有积极影响
[25]
。就交通运输企

业而言，节能减排的绿色创新增加了企业成本压力，又由于绿色创新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因此，通

过政府制定相关法规和颁布技术标准、行业标准等对企业进行强制约束，从而推动绿色创新实践。当然仅靠强制手段可能会导

致一些企业消极应对，所以也要利用市场激励机制，通过环境补贴等手段降低企业成本，鼓励企业积极寻求有效的环境解决方

案，如使用清洁能源、研发降噪除尘技术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其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政府的绿

色举措对交通运输企业参与绿色创新的意愿有积极影响。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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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型环境规制，并提出假设 1。 

H1a：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H1b：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二）高管环保意识与企业绿色创新 

高阶理论指出，组织的战略选择和绩效一般取决于管理者的价值观和认知[26]。企业的日常运营受到管理者自我环境感知的

影响，特别是当受到外部压力时，管理者的态度对企业环境管理实践显得更为重要
[27]
。Kaplan 指出，高管的认知或心理影响他

们注意力分配，对环境的态度影响他们对外部环境的反应，从而成为企业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28]，这种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行

为即高管的环保意识[11]。Sarkis 等认为，高管环保态度是企业实施环境战略的关键，影响绿色创新的开展[29]。李巧华等指出，

高管对环保的关注度越高，企业越倾向采取绿色创新[30]。可见，高管作为微观主体对企业绿色创新起着决定性作用。高管的环

保意识决定着企业的环境导向，成为企业绿色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企业高管在决策中拥有较大控制权，当管理者对环境问

题投入较多关注时，该企业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实践中。 

现有文献通常把高管环保意识分为环保风险意识和环保收益意识[31]，其中，环保风险意识通常指高管出于社会责任感意识

到企业行为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从而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环保收益意识指高管从追求利润动机出发，当他们意识到企业绿色

创新实践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和竞争力时，就会积极推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由于双重外部性特征需要更多的管理承诺，

高管的环保意识越强就越重视企业的环境问题[32]。具有更高环保风险意识的高管可能更专注于绿色创新的环境性能，更有可能

通过改进现有产品或引入新的制造工艺减少环境影响；而拥有更强环保收益意识的高管可能更关注环境保护和污染预防的经济

回报和潜在的商业机会[33]。当交通运输企业管理者意识到运输是一个高耗能的过程，车辆燃油的消耗加剧了空气污染，而废弃

物的包装不但消耗了自然资源也形成了城市垃圾时，就会推动企业采用新能源运输工具，采购环保材料并带动废弃物包装的可

回收利用，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此外，当交通运输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使用清洁能源和技术能降低成本并提高竞争力时，也

会积极推动企业绿色实践。因此，具有较强环境价值观的管理者更愿意推动企业制定环境战略。结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将高管

环保意识分为环保风险意识和环保收益意识，并提出假设 2。 

H2a：高管环保风险意识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H2b：高管环保收益意识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三）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关注外部压力在组织决策中对管理实践的影响。许多研究已证实环境规制压力对企业的绿色创新发

挥着重大作用，但在现实中规制压力并不一定总是对企业绿色实践产生积极影响[34]。这可能是由于环保政策导向对企业行为并

没有产生直接影响。相反这些政策首先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态度，有时在这个过程中存在障碍，从而阻碍了企业环境战略的

顺利实施。实际上，环境规制可能会增强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并促使他们关注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35]。Sarkis 等指出，外部

利益相关者的环境需求会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环境管理实践，企业高层管理者通过制定环境措施应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环境

压力[29]。如果企业不遵守环境法规，他们可能会面临监管、法律诉讼等威胁；反之，如果企业积极开展环境管理活动，不但可

以建立政治资本，而且还能享有良好的社会声誉[36]。政府环境规制压力在企业环境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制定法规、

准则、提供补贴、减免税收等行为对企业高层管理者形成一定刺激，从而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实践的开展。如徐建中等以 209 家

制造企业为样本考察了高管环保意识对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并发现高管一般环保意识是规范压力、模仿

压力与绿色创新战略的完全中介
[8]
。Zhang等以环渤海地区 187家工业企业为调查对象，发现企业高管环保意识在企业环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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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压力之间发挥重要作用[35]。当政府制定相关环保法规或标准时，交通运输企业的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不遵守相关环境规

制可能会面临处罚并影响其声誉，因而会积极响应政府的政策。此外，如果政府给予交通运输企业一定的补贴，采购新能源运

输工具或研发新技术等，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企业高管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3。 

H3：高管环保意识在环境规制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度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样本数据，为保证问卷描述的准确性和变量测度的有效性，本研究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根据研

究目的通过对交通运输行业内专家和管理者进行访谈对各题项进行修改和完善。问卷采用 Likert5分制量表。 

(1）被解释变量：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借鉴 Zailani 和 Iranmanesh[14]、Raza[15]的研究，将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量表

分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两个维度，包含 13个测度题项。得分越高，表明交通运输企业的绿色创新程度越高。 

(2）解释变量。(1)环境规制。借鉴 Li[7]和 Hojnik Ruzzier[9]的研究，将环境规制量表分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

型环境规制两个维度，包含 8个测度题项。得分越高，表明交通运输企业受到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越大。(2)高管环保意识。借

鉴彭雪蓉和魏江[37]、曹洪军和陈泽文[38]的研究，将高管环保意识量表分为高管环保风险意识和高管环保收益意识两个维度，包

含 8个测度题项。得分越高，表明交通运输企业高管所拥有的环保意识越强。 

(3）控制变量。分析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时也要考虑潜在的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等。

不同规模、不同年龄的企业所拥有的人力、财务等方面的资源和经验不同，会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

面临的约束、资源配置效率等差异都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
[39-40]

。因此，根据以往研究
[8,13,37]

和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将企

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处理。其中，企业规模分 4 个等级（100 人以下、100～300 人、300～500 人、500

人以上），分别赋值 1～4；企业年龄分 4 个等级（1～5 年、6～10 年、11～15 年、15 年以上），分别赋值 1～4；企业性质分为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种，分别赋值 1和 0。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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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在京津冀地区选取 20家交通运输企业（包括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轨道运输等企业）进行预调研，了解企业面临

的环境规制、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和企业绿色创新方面的实际情况，就问卷设计的题项与企业管理者进行商讨，以保证问题表

达准确无误。随后对这些企业相关的管理人员进行小样本测试，经过数次修正最终形成正式问卷。正式调查问卷的发放于 2020

年 8月至 11月完成，历时四个月，通过发放纸质或电子问卷的形式收集数据。共发放问卷 350份，回收问卷 243份，问卷回收

率 69.4%，剔除问卷填写时长不足 2分钟、填写明显不当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 20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58.9%。根据本

次调研有效数据可知，企业规模 100人以下占比 3%、100～300人占比 12%、300～500人占比 48%、500人以上占比 37%；企业年

龄 1～5 年占 0.5%、6～10年占 8.5%、11～15年占 37%、15年以上占 54%；国有企业占 79%，非国有企业占 21%。样本数据主要

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浙江和江苏。 

（三）模型构建 

为分析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41]提出的中

介效应检验过程，构建如下核心模型： 

 

其中：GI表示交通运输业绿色创新，包含绿色技术创新（TIN）和绿色工艺创新（PIN);ER表示环境规制，包含命令控制型

环境规制（CER）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MER);EA表示企业高管环保意识，包括高管环保风险意识（ERA）和高管环保收益意识

（ELA);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和企业性质（Own）；α10、α20、α30表示回归的截距

项；α11、α21、α31、α32和 λ 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系数；ε 表示随机误差项。模型（1）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

影响，模型（2）和（3）检验环境规制对高管环保意识的影响以及高管环保意识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阈值效应，将环境规制二次方项带入回归模型中，参考已有文献[8,37-38]，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α40表示回归的截距项；α41、α42和 λ 表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系数；ε 表示随机误差项。模型（4）检验环境规

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倒 U”型关系。 

四、研究分析与结果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检验，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主要变量，采用Cronbach.sα信度系

数判别量表的可靠性，同时采用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平均方差萃取量 AVE和组合信度 CR判别量表的收敛效度。因子分析与信度、

效率检验结果，各变量的 Cronbach.sα 系数均大于 0.8，各题项因子载荷位于 0.663～0.893之间，AVE值均大于 0.5，组合信

度 CR 均大于 0.7，说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同时，将对角线上的 AVE平方根与相关系数进行对比，发现 AVE 平方根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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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其所在行和列的相关系数，说明各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二）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 Pearson 相关系数。环境规制的两个维度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两个维度呈现显著的

正相关（β=0.474,P<0.01；β=0.408,P<0.01；β=0.335,P<0.01；β=0.395,P<0.01）；高管环保意识的两个维度与交通运输企

业绿色创新的两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β=0.428,P<0.01；β=0.429,P<0.01；β=0.396,P<0.01；β=0.385,P<0.01）；环

境规制的两个维度与高管环保意识的两个维度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β=0.513,P<0.01；β=0.307,P<0.01；β=0.317,P<0.01；

β=0.421,P<0.01）。 

（三）假设检验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高管环保意识与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采用多元回归分析验证环境规制对企业

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回归结果。首先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性质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

型 1和模型 4，检验控制变量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其次将环境规制纳入模型 2和模型 5。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0.396,P<0.001）和企业绿色工艺创新（β=0.333,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

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β=0.182,P<0.001）和企业绿色工艺创新（β=0.270,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a 和

H1b 通过验证。为了排除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存在“倒 U”型关系，将环境规制二次项进一步纳入模型 3 和模型 6，结

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β=-0.095,P<0.1），这与 Li[7]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一

方面，当政府制定的环境法规、标准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强度适中时，企业出于合法性考虑会积极推动绿色创新，但当命

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过于严格时，会导致企业来不及进行绿色研发和投资，只能采取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

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鼓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其管制力度要低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灵活，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

企业的接受度，更能激发企业的创新性思维，但实施效果可能会与措施的宣传和落实有关。 

其次，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41]的研究检验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效应。环境规制对高管环保意识的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

制型环境规制对高管环保风险意识（β=0.464,P<0.001）和高管环保收益意识（β=0.178,P<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

激励型环境规制对高管环保风险意识（β=0.157,P<0.01）和高管环保收益意识（β=0.266,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

见，高管的环保意识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当企业高管出于社会责任感意识到运输过程中能源的消耗、有害气体的排放、噪声

污染等对环境造成了影响，就会增加绿色投资，积极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以减少环境污染，同时也能使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当企业高管从经济角度考虑，意识到绿色创新能够降低企业成本、为企业带来收益并提高竞争力时，就会关注各环节的成本节

约问题，如采购节省能源消耗的产品和可回收利用的材料、采用环保废物处理工艺等，从而推动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 

高管环保意识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模型 1 和模型 7 中纳入控制变量。模型 2 和模型 8 显示了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模型 3 和模型 9 显示了高管环保风险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β=0.422,P<0.001；β=0.430,P<0.001),H2a 通过验证。模型 5 和模型 11 显示了高管环保收益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

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59,P<0.001；β=0.455,P<0.001),H2b 通过验证。模型 4显示了自变量环境

规制和中介变量高管环保风险意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比之前显著降低（β=0.296,P<0.001；

β=0.148,P<0.01），且高管环保风险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215,P<0.01），说明高管环保风险意识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10显示了环境规制和高管环保风险意识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

比之前显著降低（β=0.226,P<0.01；β=0.234,P<0.001），且高管环保风险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230,P<0.01），说明高

管环保风险意识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6 显示了环境规制和高管环保收益意识对企业绿色技

术创新的影响，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比之前显著降低（β=0.346,P<0.001；β=0.107,P<0.1），且高管环保收益意识的回归系

数显著（β=0.281,P<0.001），说明高管环保收益意识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12 显示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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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和高管环保收益意识对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比之前显著降低（β=0.289,P<0.001；

β=0.205,P<0.1），且高管环保收益意识的回归系数显著（β=0.245,P<0.01），说明高管环保收益意识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绿色工

艺创新存在部分中介效应，H3 通过验证。由此可知，当高层管理者意识到政府对环境管理的强烈需求时，将参与和支持环境措

施，通过应对来自外部的规制压力改善其竞争态势。例如中国政府通过制定车辆燃料消耗准入与退出机制，限制高耗能车辆在

运输中的使用。通过为交通运输企业建立节能评价指标体系，给予其审批和资源配置优先权。为了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

标，2018 中国政府实施了《蓝天保卫战》战略，通过区域控制降低能源消耗和工业排放等主要行业的污染水平。政府通过制定

环境措施加强了企业高管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从而能推动交通运输企业的绿色创新。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以交通运输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构建了“环境规制—高管环保意识—企业绿色创新”的模型，

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高管环保意识的中介作用，并对样本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不仅丰富

了服务业企业绿色创新的理论框架，且补充了多层面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结论： 

(1）政府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性影响，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工艺创新为“倒 U”型

的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交通运输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

要把握命令控制型环境法规、技术标准等措施的严格程度，鉴于绿色创新的复杂程度较高，过于严格的命令法规可能会使企业

疲于应付；同时也要加强市场激励手段的灵活性，保证政策落实到位，否则会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和实施效果。 

(2）高管环保意识对促进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影响。高管是企业制定战略计划的关键驱动力，高管的环境价

值观会影响其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从而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交通运输业不但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

主要领域，节能减排涉及该行业的各个环节。因此，企业高管环保意识越强，就会越重视交通运输过程中给环境带来的污染，

进而在清洁能源、尾气治理、除尘降噪、可回收材料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3）企业高管的环保意识在环境规制和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起到显著的中介影响。由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存在着

资源相互依存关系，政府通过制定环境规制从而影响企业决策。当企业高管感受到来自环境规制的压力时，会将其环境价值观

带入企业的创新改革中，通过制定环境战略，推动交通运输企业采购低碳环保材料、研发绿色运输技术、环保包装印刷工艺等。 

（二）启示 

(1）交通运输业低碳发展是中国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从许多国家经验来看，尽管严格的环境法规对推动绿色交通发展十

分有效，但在中国经济转型期，适度的环境法规能给企业提供充分准备以开展绿色创新；过于严格的环境法规反而会导致企业

疲于应付，因此要把握好“度”的问题。此外，重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作用，通过财税优惠等市场激励措施构建低碳交通

运输体系。交通运输业的节能减排涉及多个环节，在制定政策时应协调各部门共同制定详细的方案并落实目标。还可以通过积

极宣传和培训提高管理者环保意识，并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从而推动交通运输企业的绿色创新。 

(2）企业高层管理者应该不断提升自我环保认知和社会责任感，将绿色创新上升为企业战略，融入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中。

交通运输企业的绿色创新实践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合法性、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增加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还能带动整个行

业及上下游产业的低碳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绿色发展。高层管理者的环保意识在企业绿色创新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因此需要企业高管不断更新观念，借鉴国内外有效的环境措施，将新的环保理念融入企业绿色创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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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局限性 

本研究将多层面因素纳入研究框架，考察了环境规制、高管环保意识对交通运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补充了

绿色创新研究在服务业中的应用，但也存在一定不足。(1)本文样本数据主要来自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轨道交通运输企业，不

包括海洋运输和航空运输等，因此并不能代表全部交通运输企业，而研究结论是否适用空运和海运企业有待进一步验证，为了

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应进一步扩大样本范围；(2)本文只探讨了高管环保意识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中发挥的中介

作用，未来可进一步考察是否还存在其他中介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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